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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邮政网络的展开与业务的拓展

———基于《大清邮政事务通报总论》的研究
*

吴 昱

( 暨南大学 社会科学部，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自 1896 年大清邮政成立以来，清朝传统官民两分的递信体制逐步被打破，新体制的建立完善，带来了
新式邮政网络的开创与拓展。在海关的努力经营下，新式邮政经历了一个从分立的口岸城市到形成网络的内
陆递运体系的过程，在网络完善的同时建立起民众对使用新式邮政的信心与习惯。伴随着新式邮政的逐渐成
熟，清末管邮机构自 1904 年起，按年编纂《大清邮政事务通报总论》这一年鉴史料，对历年邮路邮区的设计拓
展、邮政业务的经营、邮政资费的变化等情况进行详细记载和分析。通过分析其中关于邮政局所和邮路建设的
资料，除可以重建大清邮政网络自口岸到内地、自点线到立体的过程外，还能够在清末制度转型的背景中，具体
阐述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与新式邮政网络建设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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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邮递方式，大抵可分为官民两途，

驿递与民信系统各司其职，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传

书带信①。然而 1858 及 1860 年签订的《天津条

约》和《北京条约》制定新规，清廷须肩负代各国使

馆带运信件的责任，这一条款开启了晚清邮驿制

度转型的序幕，也开启了新式邮政由口岸城市向

广阔内陆拓展的进程。而晚清新式邮政的制度建

设与网络拓展，是由外籍税务司把持的海关逐步

完成的。早期他们通过海轮带运及冬季陆运的方

式，建立起一条从上海至北京的新式邮运线路。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 1896 年 4 月 9 日) 清廷颁

布《邮政开办章程》，以通商口岸为据点，与内地的

民信局及外国邮政机构建立起互寄互递的关系。
尽管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 朝廷有“推广邮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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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设局之旨”［1］120，但由于海关缺乏足够经费投入

新式邮政的建设，故此时大清邮政暂时仅立足于

通商口岸之中，对于广阔的内陆地区，只能借助于

民信局进行寄递。且 1896 年后，清廷政局历经戊

戌、庚子几番动荡，海关虽然能在政潮中独善其

身，但是也难对新式邮政大力拓展，直至庚子之

后，方开始大力布置安设内陆邮线的计划。
随着邮路由口岸城市往内陆地区的拓展以及

大清邮政的收递制度的逐渐完善，在建设邮区邮

路的同时，海关邮政总署及接管的邮传部邮政总

局自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开始，逐年编纂《大清

邮政事务通报总论》①。这一年鉴性的邮政史料，

以搜集资料为主，辅以综述评论，在追溯海关邮政

及大清邮政建立的基础上，记载邮路邮区的设计

与拓展、邮政业务与邮政资费的变化、邮政管理和

邮政经营得失的评论等。其中关于大清邮政局所

和邮路建设发展的部分，对了解这一新式制度的

具体施行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大清邮政事务

通报总 论》光 绪 三 十 年 至 宣 统 三 年 ( 1904 年 至
1911 年) 的部分，展现大清邮政网络展开与业务拓

展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清末政治体制

改革的进展与新式邮政网络建设之间的关系。

一、从口岸至内地( 1896—1905)

大清邮政在庚子之后的发展，其诱因仍不出

朝野二方。在清廷来说，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七月张之洞与刘坤一合奏的《江楚会奏三折》，提

出另设“驿政局”与大清邮政抗衡、乃至取而代之

的建议，其根源基于对外人把持的新式邮政的不

信任［2］; 在民局而言，则在新式邮政的步步紧逼

下，利用非法手段抢夺客源，借助客邮迫使大清邮

政减价［3］。尽管在海关的庇护之下，大清邮政尚

不至于如其他新政般很快夭折，但若不加紧推广，

多设局所，铺置网络，逐步完成合并分立机构、实

现“裁驿置邮”之举，恐亦难逃式微之虞。故自光

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始，除降低邮资、广设局所

外，由总税务司“妥拟办法，通饬各口兼办邮政税

务司，实力奉行，以符设立邮政之原议”。按“由通

商各口以达于内地水陆各路逐渐扩充，并咨行各

直省将军、督抚知照，转饬地方州、县，晓谕商民咸

知利便”之训谕［1］107，开始有序推进新式邮政网络

的建设。
自 1896 至 1902 年，大清邮政“综计已开之总

分各局几及三百余处，或于省会要区，或于府、厅、
州、县，均系栉比而设”，而传递方式，亦因应交通

工具及区域环境的特点而选择: “无论水陆各区，

或以轮船铁路，或内河划艇，或马拨步递，俱可任

便寄带邮件，畅行无阻( 至尚未设立邮局之所，如

有投寄信件者，可由附近挂号民局代送代收) 。”由

于中国幅员辽阔，故邮路按中、北、南三大方向设

置，“长江附近等省为中向，直隶、山东、山西、河

南、山西、甘肃等省为北向，云南、广西、贵州、湖

南、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为南向”。在中向省份

内，以“上海为各埠往来之枢纽”，形成纵横两道藉

借海江的漫长邮路，“由最南之广东廉州府之北海

沿海各埠，直达海路最北之盛京之营口”，“江路由

江口之吴淞沿江各埠，直达四川之叙州”，至于与

江海连接的大小河路，“可直达苏常等郡”。不难

看出，该线路依靠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轮舟，通过水

运将信件带递到沿海、沿江、沿河等地区，而个别

地区如用轮船、沙船不便，则直接由旱路寄带来往

邮件。北向省分，以北京、天津为中心，主要以旱

路带运 为 主，而 部 分 线 路 可 以 借 助 铁 路 快 速 寄

带②。至于南向邮路，主要以广州为中心，“迳达各

省口岸”，另沿西江到达南宁。此条邮路多至西南

省分，但基本到达的仍以口岸或较大城市为主，形

成的网络远较中向邮路为疏［1］107-109。
大清邮政的拓展极为迅速，至光绪二十九年

( 1903 年) 邮政总办帛黎报告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年扩充情形时，各地局所“现已增至总局三十

三处，总局所辖之分局三百零九处，分局所辖之支

局三百八十八处，共计收发信件之总、分、支各局

七百余处，比较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多至四百

余所，除甘肃兰州尚未通邮外，其余各省之省城，

均已联络递寄”。而收发信件的增长也比较迅速，

“二十七年共有一千零八百余万件，二十八年则有

二千零五十余万件”［1］116。光绪二十八年 ( 1902
年) “一为便于僻地置邮，一为试看是否须设分局

于其地”，在全国设置了多处邮政铺户，“选择殷实

妥协商号，予以执据及邮政应用各物，饬其照章发

售邮票，收寄邮件，索取满费，与各分局无殊，就近

归分局管理，无虑别生弊端，由地方官照料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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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邮政事务通报总论》在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改称《大清邮政事务情形总论》，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华民国
邮政事务情形总论》。为行文方便，本文仍以《大清邮政事务通报总论》指称这一年鉴性质的史料。

如北京至正定、天津至牛庄等。



在“上年时势变迁，不得已，为收利权，申请外部核

减邮费所致”并“所减之邮费不啻三分之一”的情

况下，光绪二十八年( 1908 年) 邮路扩至八万二千

余里，局所和收发信件与上年相较“不止有加倍之

多”。虽然“进款不无少绌”，但“要之邮政实相究

已大见盛兴”。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各总局统辖

局所及所收发邮件，详见表 1 所示。

表 1 光绪二十八年邮政推广规模节略表

总局 统辖局所 数量局年( 处) 收发邮件数量( 号)

北京、天津、牛庄等总局 直隶、山西、陕西、东三省及河南北境各局所 一百二十一 三百三十万余

济南、烟台、胶州等总局 六十二 九十余万

长江自南京以下
所有上海、苏州、镇江、杭州、宁波、芜湖、
南京等总局所辖之各局所

一百六十六 三百八十三万

广东珠江一带 珠江一带及下四府所辖之各局所 一百四十二 一百三十四万

四川 重庆总局暨成都一带所辖各局 四十一 二十五万

沿海小口岸暨边远地方
福州、温州、厦门、汕头、蒙自、思茅、腾越
等总局所辖之局所

八十八 一百七万

尽管“不明大义之民局会合他国之局，以掣官

局之肘”，大清邮政不得不“将官局之寄费大减”，

“将民局交寄之信包应纳之费全行豁免”，且“不但

民间，即官场亦多视为外人之举，非中国之事，以

致漠不相关，毫不襄助”，但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 ，“除甘肃一省未经设局外，已有总、分、支等局

几及千处之多，局中所用洋员约一百员，各项洋人

约三千人”。收寄信件总数几乎是上一年的两倍，

“约四千三百万件。又代民局寄送不收资费之包

件，约七百三十余万件。各项包裹，约四十九万

件”。故邮政总办帛黎不禁发出“其进步亦不为不

捷矣”的感叹。不过，他与总税务司赫德亦已意识

到缺乏经费及众多邮递机构的掣肘，已经对大清

邮政的发展形成严重的制约，故其在该年节略中

提出三项办法，即“寄件归邮政专理之法”、“驿站

择归邮政之法”和“入联邮公会之举”［1］120-125，希望

通过进一步统一邮递权利于大清邮政辖下，增强其

职权并扩大其影响力，进一步往中国内陆地区延伸

其服务范围。
虽然帛黎提出的三项建议均未即时得到执

行，但总税务司决定拨发津海等六关的协款资助

新式邮政，无疑为其继续拓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

基础。自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起，大清邮政的管

辖体系进一步完备，全国“就十八行省及满洲全部

划分邮界三十五处”，除北京外，“其余各界总局，

均在该界之通商地方。凡有邮界较大者，并经分

设副界”。每一总局( 副总局) 属下，则有三等级别

的属局: 分局，“派令邮政人员住居邮政公所”; 内

地代办，“均系本地有保之妥实铺商。承办邮政事

务，封装应行投递之邮件”; 邮政信箱，“系于寻常

铺户内，由大清邮政特置信箱，每日按时起信”。
内地代办与邮政信箱，均由大清邮政给予一定的

报酬。此外，大清邮政“于各要地仍有临街信箱，

亦按定时撤取信件”。而大清邮政邮路的构成，

“系以通商口岸之总局为中点，由此直达各处省

城，以作邮政大路。即于该路左近联络府县城镇，

俾均归此大路，以便该界各处均与总局相连”。而
“所有经过总局者，均以上海、天津、广东三处停有

外国邮船之界为总枢”。按照这样的规划，“所有

邮递事务，在各行省都会暨多数之府县各城，以及

紧要村镇，一体均可通行”。而大清邮政的各类局

所，至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已

达“一千三百一十九处”，比起上一年又增加三百

五十六处，始终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速率［4］4-5。不

但将邮政网络按“点、线、面”的方式全面展开，更

直接深入民信局的传统服务区域，在拓展服务的

同时也打压了民信局的生存空间［5］。
在大清邮政递送体系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华

洋商民需赖孔殷，是以邮政责成日见其重”。故邮

政总办帛黎提出，“所有府县各城，均应另设全备

之邮局，承办各项邮务。其左近地方，并可多设代

办及各信箱”。虽然这样的计划需人耗资，但若
“停不举办，则前此垂成之利益，必致因此顿衰”。
且各省及其府州县，亦因大清邮政“资费轻廉、章

程妥速”而多有支持和保护，令其发展趋势有蒸蒸

日上之感［4］5，7。
从表 2 不难看出，自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 至

三十一年( 1905 年) ，各等级邮政局所的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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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邮政局所数量增长表［4］27

单位: 间

光绪二
十七年

光绪二
十八年

光绪二
十九年

光绪三
十年

光绪三
十一年

总局及副总局 30 30 34 40 41
分局 134 263 320 352 396
代办 12 153 609 927 1 189

从“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至三十一年( 1905
年) 各区域邮政局所增长表”( 见表 3 ) 可以看出，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增长最快的，一是南清暨

云南区域，一是北清地区，二者的快速发展与铁路

的铺设延展有莫大的关系。如广州邮界“官局最

可恃者，莫如三广铁路”，由于民局利用铁路只能

赴官局照章纳费，否则只能搭乘轮船，相较火车
“迟速迥异”，竞争优势一目了然。该区域之云南，

“近来法国监工，拟就滇、越要从兴筑铁路，其工起

自河内以达省城，将来此路告成，则滇省事宜必当

进步”。至于北清各邮界中最兴旺的北京、开封、
济南三处，因其“跨有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之地，

适当京汉、胶济铁路之冲”，其递寄信件重量分别

较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增多二百万、一百万和八

十万件，帛黎由此指出，此三处邮界“距口岸甚遥，

故所办皆内地邮务，而内地发达之象，正未可量”，

而“邮政之基，与铁路最有关涉。凡铁路开行之

处，其邮递必将盛兴，是铁路无异邮政之辅”。随

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各省邮路亦加以延长，光绪三

十一年( 1905 年) “邮差经行之旱路，本年增至十

二万一千里，民船之航路增至一万五千里，铁路八

千三百里”。是故大清邮政自口岸往内地的延伸，

日渐富有兴旺之态势。

表 3 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各区域邮政局所增长表［4］27

单位: 间

北清
( 自北京
至胶州)

中清
( 自九江
至重庆)

长江左右
( 自湖北
至杭州)

南清暨
云南

光绪三十年 344 324 224 427
光绪三十一年 403 381 263 579

增长 59 57 39 152

内地邮务发展迅速，而口岸固有的寄递机构与

方式亦在不断地寻求改革之道，以更加符合中国民

众的寄递习惯，争取更多的客源使用大清邮政。而

邮局业务的增长，即意味着民信局的生存境况益加

困窘，随着邮政网络的继续深入拓展，依赖私人资

本生存运营的民信局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6］。

二、体制改革与邮递网络的深入拓展
( 1906—1908)

随着邮政网络的拓展，原有的海关税务司兼任

邮政司的体制，逐渐无法胜任繁重的管理职责，为

此1905 年“则于上海、广州、北京三处添派专任之邮

政司，总理各项事宜”。而向由海关帮办兼理的邮

款账目，“本年因事较繁重，故于上海、天津、北京、
汉口、广州各处另设稽查账目专员”。另外大清邮

政还于开封、太原、西安等省会“添驻巡察司事人

员”，“均 归 北 京 邮 政 司 节 制，以 符 地 方 邮 寄 之

需”［4］28-37。既有邮路的拓展，又有机构的添改以应对

日增邮务的需求，大清邮政的发展态势非常良好。
为了更好地统筹国家邮政的全局发展，清朝

第一 个 管 邮 专 部———邮 传 部 于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 1906 年) 正式成立。尽管其“于现办之邮政局尚

未更动，一切事宜仍归海关兼办”，但毕竟是在官

制层面出现了第一个专业管理邮政的机构，在清

末“裁驿置邮”的进程中迈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一

步［7］。该年已设邮局“二千零九十六处，计增多四

百七十处”，而各地尤因新设铁路，如“上海至苏

州、北京至汉口、开封至郑州、汕头至潮州等处，年

内约可竣工”，足可见“大清邮政现已迅备寄递邮

件之事”。从发展态势而言，北清一带( 从北京至

胶州) “以内地而较口岸，反见其进款有盈，足证前

途大有可望”。中清各邮界，包括“四川、贵州、湖

北、湖南、江西各等省，进步则较稍慢”，原因各有

所异: 四川、湖北两省，“其俗尚守旧，不喜图新，必

假以时日整顿民局，方可见效”; 而贵州省之账目

册簿“未经分立，仍与他界会算”; 江西省内“邮务

稽迟，地广事繁”，故对邮政事务屡有阻滞。长江

一带各邮界“人烟稠密，富厚异常，办理邮务可卜

日进”，特别是上海“实为中国南北之要冲，华洋贸

易之中点其邮务蓬勃异常”。南清地区，以广州邮

界最为兴旺，福州、厦门、汕头等地，“邮务极难措

置，缘其外滨大海，内阻崎岖，户口无多，交通不

易”，至于云南蒙自、思茅、腾越等邮界，“邮务不甚

见旺，且无机会骤令扩充，惟因日加整顿，渐见起

色”。在邮路拓展方面，“是年旱路已由十二万一

千里增至十五万三千里，水陆已由一万五千里增

至一万七千里”。其中开拓最广之处为北清一带，

如北京邮路六千九百里，“较上年加长二倍之多”，

山西邮路增加三千里，开封邮路增加二千二百余

里，即如此前未设邮政之甘肃，如今“其邮路上起

陕西南境，下抵四川北境，计长一千三百五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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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其《事务总论》之总结“各处网结之邮路，大致

均有扩充，并设法以期往来迅速”［4］53-59，并非虚词。
随着局所的持续扩充，大清邮政于光绪三十

三年( 1907 年) “最重者不在扩充局所，实欲由此

省联络彼省之路线，俾得便于交通”。因为接通路

线之后，“沿路之分局自必陆续开设，以较往年之

数遂见为逐渐增加”。该年邮政局所增至二千八

百零三处，“较之上年增多七百七处”，而借助该年

铁路扩充之利，尤其是京奉、京汉两条干线，为国

内外信件运输带来极便捷之利，且正定至太原、广
东新宁至海边、上海经苏州和镇江直抵南京等路

线亦在逐渐建设交付之中，所以“铁路之开通，实

与邮政推广之前途关系匪浅也”。另一方面，民众

对新式邮政业务的逐渐接受及直省官员对邮政的

保护支持，亦是促进邮政快速扩张的重要原因。
以京师为例，“京师以内所有总分各局及信筒等

类，综有二百二十八处。各处人民投寄信件，实属

方便异常。其分送信件，每日共计八次，而本城之

半资信件及各处所设之信筒，均为人民所乐用”。
而“其各该省督抚均甚愿邮政推广，而奉抚唐大人

尤属极力赞襄，每遇新开商埠，必为预留建筑办工

之地”。各区域局所发展情况，详见表 4 所示。

表 4 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各区域

邮政局所增长表［4］93 单位: 间

北段 中段 长江下游 南段 统同

光绪三十二年 696 455 322 663 2 096

光绪三十三年 1 136 455 386 826 2 803

增加 440 0 64 163 707

从表 4 可以看出，各区域局所发展的急缓，以

北段、南段较为迅速，而中段似乎停滞不前。究其

原因，“以北段最为广大，计括有直隶、山东、山西、
河南、陕西、甘肃、东三省等一带疆域”，“除西境之

陕、甘地方外，其余各处人民繁庶，约有一万二千

五百万有奇，则是该段邮寄之事，自必日见起色”。
而中段地 区 之“四 川、湖 北、湖 南、江 西、贵 州 等

省”，虽然“人民甚为稠密”，但寄递情况令人失望，

以四川为例，“其人民虽号四千八百万，物产又甚

丰饶，然邮件之数上年一百八十万件，是年仅至二

百万件，总分各局不过一百六十六处”，该《事务总

论》中并未揭示其原因，而是草草以“计至来年必

宜留意整顿”了结。究其缘由，可能与四川地区的

地形特殊、大清邮政暂难深入服务、而民信局长久

以来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寄递办法有关①，另

外寄信须贴邮票，华人甚觉不便，“而在四川省者

为尤甚”［4］103，故该地区邮务发展缓慢，则有因可

循。而南段所括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四省，虽

然寄递路径环境恶劣，如福建“漳、汀一路，计长六

百四十里，内有大山六处，并有巨石、丛林、山虎、
野兽时常出没”，而邮差行走一次需六十六点钟;

或社会情势有所动荡，如广东“省南一带之邮务经

雷、廉等处之匪乱”，虽不无对邮务发展有所窒碍，

但该年广东省城邮务发展迅速，信件“陡由四万四

千增至四十五万五千”，其原因乃是“该处人民均

舍民局改用官局”，尤其广州邮政司所辖境内，“往

时共有民局七十一家，今则只余三四十家，足见该

处民局大有退象，而邮政之发达犹未艾也。”
为了进一步推广邮务，让中国民众更加熟悉

和使用大清邮政，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 邮政总

办贺璧理根据对中国习俗的了解，认为“内地初因

节省经费起见，每就僻静处所租赁房间”，与“中国

习俗最重外貌，故大商巨贾每不惜巨款建筑金彩

门楣”的社会习俗不符，而且邮政处所设于僻处，

“不惟难壮观瞻，且遇有欲寄信者，尚不知本处已

设邮政。又况地方官见邮政供事驻于卑陋处所，

以为无足轻重，每不肯商办要事”。所以，他建议

以后“每设局所必择通衢要隘，并令屋宇宏敞，便

于识认，则寄件者亦必乐于欢迎”。总而言之，邮

政“诚为民政之一大要素，且为公众所必需。是以

人民风气愈开，则愈知邮政之裨益，而信用之心亦

必与之俱进也”。
在海关协款的支持与增加华员薪金的刺激下，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的邮政事务“虽系所费不

赀，而实不及进款之发达更较迅速”，邮政总办帛黎

认为，“此则递年办法渐臻完善之明效也”。光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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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川的民信局主要集中于重庆，共有十六家，其中三家“总局设在汉口，专递往来重庆汉口之信件。其余总局概在
重庆，专递往来四川省内、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各省信件。此等信局，互相联络、协定信资、互寄信件，宛若国家邮政之往
来邮会各国者然”。而重庆信局的邮路，“自汉口至重庆，遵由旱道……自重庆下汉口，则用小艇浮江而下。此类小艇，载
重只千余斤，凡包裹重五六十斤，财宝值千两者，皆不装载。各项信袋，内必衬以油纸，包裹亦必套以不易浸水之袋，用绳
紧缚桨椿上，以免船翻漂沉。盖三峡水急滩高，最难行船，不能不郑重预防也。迨至宜昌、沙市，则易大船装运。汉口至重
庆，为程三千里，从前特派极快脚夫，专递么帮信件”( 沈阳市邮政局邮政志办公室:《中国邮电史料》( 内部资料) ，1985 年，
第 56 页) 。



十四年( 1908 年) 大清邮政局所增至三千四百九十

三处，各类局所较上年的增长可见表 5 所示。

表 5 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所示邮政局所

数量增长表［4］118 单位: 间

总局及副总局 分局 代办

光绪三十三年 44 509 2 250
光绪三十四年 44 548 2 901

增加 0 39 651

而各区域邮局增长的情况，详见表 6 所示。

表 6 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各区域邮政局

所数量增长表［4］119 单位: 间

北段 中段 长江下游 南段 合计

光绪三十三年 1 136 455 386 826 2 803
光绪三十四年 1 494 541 428 1 030 3 493

增加 358 86 42 204 690

由表 6 可知，与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年) 相

似，北段与南段的发展较为迅速。包括直隶、河

南、山西、陕西、甘肃、东三省、山东等省在内的北

段邮区，“所入足敷出款之用。而更足以愉快者，

尤在原定竭力推广俾首界堪为他界榜样之议”。
而铁路网络的伸展，尤使该段之开封邮界业务发

达，“各区各处皆与副总局及经过该省交通最要之

铁路左近各要镇联络相通，有如网罟”。而南段区

域的广州邮界，由于“民间乐用邮政寄递”，而“该

省青年人士，亦愿在邮局充当供事之差”，故该界

于一年之内“新开局所一百十四处，邮件增多六百

万，包裹增多三万”，仅香山与顺德两区，“现已有

邮局一百三十处”。即如广西、云南等地，或是如

龙州般的“贫瘠偏僻、人口寥寥之界”，或是如云南

东京发生“扰乱，河口为革党占据”、“红江大涨，蛮

耗、河口均经被灾，而老街铁路亦被冲毁”等不利

情事，“其进益之限量，正如向所预料之地步”。
中段地区的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等

省，比起上年，局所数目有所增长。由于“四川总

局自重庆新近迁至成都，一切邮务均归邮务长办

理”，避开民局集中的重庆，而由专员于成都组织

新式邮政发展，再“蒙该省大宪官吏赞成，得以协

助”，则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该地邮务“略有起

色，局所一百五十一处增至一百七十八处”。为了

与该省有“极善之办法”的民局进行竞争，“是以邮

政在该省有宗旨一条，即欲于极其绵远之路上，设

施最敏捷之手段”，通过设置日夜兼程的邮路，提

高邮递效率而吸引民众投寄。而湖北之汉口“民

局组织甚牢，亦难骤破”，只能寄希望于新设三十

八处信箱，日后可改为代办分局。至于湖南、江西

等地，“据报称亦有起色”，而进款“亦颇有确实之

进步”，但该区发展相较他处，阻力甚大，而邮政总

办亦只能“将来可望其堪以自赡”。
长江下游地区局所虽未有显著增多，但邮政

总办对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邮务发展，均用“可

骇之进步”来形容。如南京邮局财政优裕，镇江邮

务繁重而改派邮务长专司其事，上海新建之办公

局所“将来尚不敷所用”，而苏州地位越发重要，

“缘自该处铁路开通以来，该局实为转换上海、长

江以上各埠往来杭州邮件之所”。至于该地区大

部分局所，于经费上已经足以自赡，且“余利逐年

有加”，发展态势依旧为全国之冠［4］117-126。
随着新式邮政业务的持续发展，“通国均认邮

政局为寻常天然送信之机关，各官吏亦均赞成，并

加以和衷之协助……且民局亦认邮政系维新之

业，并依赖邮政之力，以便代为转寄总封信件”。
故邮政总办帛黎认为各地应改良之事，“即系局所

务须更加宽敞，并须迁于适中之地; 在各名城，其

局所外貌必须更加壮观”［4］135-136，通过大力建设各

地局所，吸引更多民众使用新式邮政，进而将邮政

事务发展继续推向深入。

三、开拓边疆与政局动荡下的持续发展
( 1908—1911)

随着“民局虽藉用官局，其经营并无进步，将

来不致再与官局竞争”的良好局面出现，“十八省

境内之邮务，均向四方竭力推广”。尤其是清末最

后三年，大清邮政在边疆地区的拓展较有成效。
在新疆，“徇该省巡抚所请，由北京派有巡察司事

一员，于该辽远地方开办邮政”; 至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年) 年末，“除在迪化府开有邮局，及设有经

过甘肃嘉峪关展长三千一百里之邮路以接迪化府

之邮差外，尚未办有别项事务”; 宣统元年( 1909
年) 三月，“曾派巡察供事一员前往蒙古，已于库伦

设有邮局，并开有库—张差班之邮路。该路仍拟

展至恰克图，即于该处不日开办邮政局所”; 九月，

大清邮政“派有邮政专员取路印度境界外之亚东，

以便进赴拉萨。现正以练习人员为事，甚望不失

开办亚东—江孜及江孜—拉萨两段邮路”。虽然

边疆地区的局所设置仍少，但却为新式邮政继续

将服务网络扩张至全国各处，提供了良好契机。
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年) 至宣统元年 ( 1909

年) 局所增长情况，详见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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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邮政局

所数量增长表［4］148 单位: 间

总局及副总局 分局 代办

光绪三十四年 44 548 2 901
宣统元年 47 605 3 606
增加 3 57 705

而各区域增长情况则如表 8 所示。

表 8 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各区域邮政局

所数量增长表［4］149 单位: 间

北段 中段 长江下游 南段 合计

光绪三十四年 1 494 541 428 1 030 3 493
宣统元年 1 763 698 566 1 231 4 258
增加 269 157 138 201 765

从历年邮政局所的扩张情况和邮务的增长速

度来看，北段区域“邮务照常有进步之把握”，其中

包括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北直隶邮界，

“以入款与出款相衡，计盈洋银十万有奇”，可见成

绩相当突出。该区内之北京邮界，“界内繁要各区

大抵均有邮传之便利”。但该区邮务办理之棘手，

则不再是民信局的竞争，而是客邮机构的干预。
如“客局在烟台者，与中国邮政竞争甚烈。伊等因

用总包之邮资，并因在此通商口岸，外洋交通有特

别情形，是以其事易于顺手”。而南段区域的福

建、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份，虽然繁盛程度不一，

但各项邮政事业均有进步。
至于以往民局基础较为稳固的中段区域，大

清邮政又在管理体制上加以改善，如四川的成都

邮界，“不日兼理万县，拟与重庆一律作为该界之

副界，俾成都管理四川全省之邮务”。而成都邮界

之局所，亦由原一百七十八处增至二百五十处。
由于信筒、信柜设置较多，且开办快信寄递后，“在

成都、重庆最属满意，官商极其乐用”，而民局“把

持甚固”的业务，则为“包裹之营业”，“因民局运

费较官局为轻，且因包裹可装现银，按其值价每件

出一单为据”。邮政官局虽有独断之业务( “一因

向下游运送戒烟药丸者甚多，一因威廉医士之药

料公司告白甚伙”) ，但因“邮政民船经费极重，是

以不敷之款较巨”，故该省邮政之开拓，尚须继续

与民局周旋。而在湖南岳州邮界，“其总局由岳州

移至常德，因该处除长沙省会外，系该省最要之地

方”，此事亦获该地官商各节赞成，“系因邮寄之

便，实与紧要之地相适”。原归岳州辖下的贵阳副

邮界，“不日即划为独立之界”，以适应该地“官商

人等更较乐用邮局”的需要。
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浙江诸省，历来是邮

务“著有成效”的地区。该处不仅轮舟通行方便，

且铁路网络亦较为发达，是年南京邮界又“沿铁路

适中之地及附近学堂、营盘等处，添有信筒三十三

座。学堂信件特见其多，该总局屡承各学堂之总

办函谢邮政之便益”。而上海邮界更与数家报社

商定邮资通融之办法，令报刊递送更加方便快捷，

对新式知识及革命理念的传播作用颇深。
宣统元年( 1909 年) 邮政总办对邮路的增长

情况做出总结与分析，他指出邮路里程虽有大幅

增长，但“十万英里之邮路中，仅有一万二千四百

里系轮船、火车所通之路。中国邮政所遇之难处，

实为他 国 有 寻 常 及 准 定 之 轮 船、铁 路 者 所 不 及

知”。虽然铁路、轮船替大清邮政单独带信有裨于

邮政的发展，但亦常有不便及为难之处: “其故系

因屡经或偶经改变开行之时刻，致邮政不克预知。
或有轮船先定开行之时刻，而因待载足货物，遂致

缓延数日。或已定开往之处，旋复变更。”因为这

样，常常出现如“某某新闻纸责备邮政冬季有数次

耽延北方邮寄之事”，路途漫长的步差邮程，又易

受到盗匪及环境的制约。在各种不利条件下新式

邮政仍能持续发展，不能不归结为其管理制度的

确卓有成效。尤其在监管寄递情况上，大清邮政

官局尝试在北京、天津、汉口、烟台、上海、南京、成
都等城区内派遣巡察司事，“常川巡视城内以及四

郊各局，俾各投递局差无不勤慎从事”，而邮差往

来络绎之送信情形，“其动人观瞻较广贴招告尤觉

有益”［4］146-167，而更加吸引民众前来投寄。
随着大清邮政各项“如法稳营之事项，堪称安

谧进行”，而使得“邮政事业获邀普通之信用赞成日

加无已。不日可望如他国之邮务，促成统寄官民函

件独一委任机关”。至宣统二年( 1910 年) ，“已设

之邮政局所，已达至五千三百以上，凡由地理及商

业上邮政堪有获利之佳况者，莫不包括在内”。全

国府厅州县各城，“按全国郡邑共一千九百一十计

之，其未置邮之二百三十处，大抵属于无可获利之

区，已计于应办规划之中，暂行搁置未办”。但按大

清邮政官局的设计，则是希望“行令乡僻无关紧要

之处所，及夫绵远未经入手之边疆，一律推广无遗，

以期普遍”。宣统二年( 1910 年) 最要之事，“即系

在满洲、新疆、蒙古、西藏邮政之推广”，并“确有实

在之进步”。宣统二年( 1910 年) 局所增长趋势及各

区域增长情况，详见表 9 和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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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宣统元年至宣统二年邮政局所数量增长表［4］183

单位: 间

总局及副总局 分局 代办

宣统元年 47 605 3 606
宣统二年 49 736 4 572
增加 2 131 966

表 10 宣统元年至宣统二年各区域邮政局

所数量增长表［4］183 单位: 间

北段 中段 长江下游 南段 合计

宣统元年 1 763 698 566 1 231 4 258
宣统二年 2 174 1 002 751 1 430 5 357
增加 411 304 185 199 1 099

从表 10 可知，宣统二年( 1910 年) 以北段及中

段区域局所增长较快。北部区域新增新疆、蒙古及

满洲地区，所设局所均系边疆之要枢。如蒙古地区

所设的恰克图分局，“该处为蒙古与西伯利亚交界

间著名三镇联合之区”。尽管该处居民仅有一千，

但因“恰克图为蒙古之北门”，故“置邮局一处以作

邮政之前驱”，而对“互换邮件之上著为紧要”，在
“张—库—恰铁路告成时，所有转运经过西伯利亚

邮件之事，即会聚于其处，则于商务、邮务上必将大

有可观”。又如经新疆巡抚“急请设立”的新疆副邮

界，宣统二年( 1910 年) 邮路由迪化府展至塔尔巴哈

台，“凡有邮件寄国内各地及欧洲者，均在塔尔巴哈

台与俄国邮局互换，以便与经过西伯利亚铁路间之

阿穆斯克地方相连”。该省设局所三十六处，而各

类邮件业务“除包裹外均可收寄，只有汇票办法尚

未施行”，便利内地邮件来往及国际邮件的交换。
宣统二年( 1910 年) 值得关注的，应是四川、

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等中部区域省分邮务的迅

速发展，局所由六百九十八处加至一千有二处，而

各邮界之进步各异。成都邮界“现已足以自赡”，

而“包裹事业发达甚巨”，快信投递事业也有翻倍

之增长。汉口专界的邮务往乡村城镇拓展，宣统

二年( 1910 年) 所设“乡间箱柜计十六处，而城镇、
乡村凡二百二十一处”，各地“已获邮政之便利”。
至于改为独立管理的贵阳邮界，不仅“新设腹地分

局六所，代办局三十九处”，还借鉴民信局办法，

“在省城内就地投递信件重行组织，由投递一次增

至五次，并设挨门揽信之差，业已异常著效”。其他

如湖南长沙、常德副邮界，虽遭骚乱及水灾，但局所

与投递信件数量均有明显的增长，可见在海关及新

式制度的保护下，邮政的举行与运转均有相当的保

障，亦使其信誉越发在民众心中建立和巩固。

另外边远如拉萨邮界，虽有拉萨、江孜、西格

孜、帕克里和亚东五处局所，然“推行邮政于耕作朴

素之藏民，实为大难”。开办半年以来，“实无大效

果可录，且西藏久年闭关自守，居民仅知有己，并无

与世界交通之思想”。尽管如此，大清邮政之设置

已经遍及全国各省( 除已被割让之台湾岛) ，而这亦

意味着官民合一的新式邮政系统，已经深入至中华

帝国的腹地，深入履行其“裕国便民”的使命。
宣统二年( 1910 年) 邮路里程的增长速度，仍

是以邮差邮路为多，共增长四万七千里，而民船邮

路、轮船邮路不过仅增长一千里、火车邮路增长二

千里而已。在边疆地区，如库伦至恰克图，“每一

星期寄发三次，由国家台站派差带寄”，而在张家

口至库伦一段，亦拟仿此办法进行办理，借用原有

的清朝台站系统，“由政府谕令寓居通行大道之各

旗筹备办理”。然而，对邮路带信造成最大困扰

的，是渐不稳定的社会情势及愈发增多的匪徒。
为了应对此类突发事件，大清邮政一是将较慢邮

路改为日夜兼程的快班，如以往由宁古塔用旱路

邮差运带的邮件，如今改由奉天府至通化县暨孙

家台至朝阳镇两邮路，即系“缘邮差为克免马贼袭

击所致”; 一是挑选能员并装备武器，以防不测，如

兰州府至嘉峪关邮路，其中兰州府至凉州府的邮

路即改为昼夜兼程快班，而其邮差“半为本国人半

为西藏人，且具有伟大脚程各差，给有华式大提

灯，中置小油灯，并予以长刀以备不虞”。另外沿

途官吏“业经兰州道札饬发给各差护照，并于夜间

不拘何时，差到即便开城，任其出入”，故“邮差所

受袭击以及劫夺之事，均经锐减”。由于新式邮政

服务官民已成气候，故各地官员亦能尽力保护邮

政，免遭盗贼之较大抢掠。如福建邮界之洋口至

延平府段，“当过孔道之狭路中，数受袭劫”，遇上

这种情况邮差只能束手听盗处置，后来只能由“该

界邮务长请由本地官吏置有卫兵在此危途，用备

巡缉”。另如广东邮界的邮路，“海盗劫掠及贼匪

剪径之事实所常有”，而“地方官无时不尽力相

助”，但在世风日下的清末，亦只能接受“邮件被劫

者仍有数起无法缉获”的事实［4］180-200。
环境的恶化、政治的冲突及时代的更易对新

式邮政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宣 统 三 年 ( 1911
年) 的“流疫、大水、饥馑以及革命之战争随地接

踵而来”，邮务的开展深受扰累，甚至于边远邮界

如“蒙古之库伧、新疆之迪化，其界内邮务亦莫不

受有影响”。“况除实际之战事外，凡暴动骚乱劫

夺，以及海路寇盗抢掠情事，几至无界不有，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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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艰窘困难之处益复增加”。宣统二年( 1910
年) 至宣统三年( 1911 年) 邮政局所及区域增长

之趋势，详见表 11 和 12 所示。

表 11 宣统二年至宣统三年邮政局所数量增长表［4］224

单位: 间

总局及副总局 分局 代办

宣统二年 49 736 4 572
宣统三年 49 908 5 244
增加 0 172 672

表 12 宣统二年至宣统三年各区域邮政局

所数量增长表［4］225 单位: 间

北段 中段 长江下游 南段 合计

宣统二年 2 174 1 002 751 1 430 5 357
宣统三年 2 462 1 322 911 1 506 6 201
增加 288 320 160 76 844

值得关注的是，宣统三年( 1911 年) 局所增长速

度较快之地区，乃是“全国纷扰之巨变”的发源地四

川及武昌起义所在的中部区域，尤其以成都邮界及

汉口邮界的增长为速。成都邮界局所增长 44 间，而

汉口邮界增长 51 间，“在战端未启以前，是年之成

绩显有可望”。而“保路运动”发生之后，成都邮界

“致将有利之外发包裹事务不得不停”，武昌起义之

后，“武昌所有局所，自九月至十二月均行停闭。汉

阳局所，闭至十二月初一日始行开办。汉口华界，

本埠邮件八月至十月一概投递无从……汉口之邮

务，计有三星期之久因战事而冷淡异常”，以致“所

有内地各局受累亦剧，计有大多数之邮路均已停

班”。故可见是年中部区域本有较为迅速的发展趋

势，然受国内政治形势突变的影响，不少局所、尤其

处于斗争漩涡中心的四川与湖北，只能保证基本的

邮政服务，幸有“内地各局之华员，遇非常艰巨之情

形犹能继续办公”，方不致使邮务停滞、消息阻塞。
不过，动荡的社会情势亦为邮政带来了一定

的发展机遇。一是裁撤驿站，如南昌邮界，在宣统

三年( 1911 年) 四月初裁撤驿站，“其职务移归邮

局办理一举，而官家、邮局两形满意”。而九月初

一( 1911 年 10 月 22 日) 革命军占领长沙之后，

“其驿站事务经军队裁撤，立令邮局将裁撤驿站之

职务接办”。而邮局在十五日内“即将全省公家所

托之文件布置妥协，并能迅速投递”，可见新式邮

政业务在此时已相当成熟，在政体变易后能迅速

担负起传书带信的重任。二是带寄快信业务的崛

起，“此项快信，在邮件中乃因军兴获益之一种，缘

电报交通阻断，快递事务遂成要需故也”。三是邮

政之训练组织管理办法的成熟与人员的养成。是

年虽情状艰难，无论天灾抑或人祸，均为新式邮政

的发展带来极大阻碍，然于是年之中的邮政训练、
组织及管理办法，“恰因实验而益明”，“可见此项

法则，于各种所需及各项情形均称特适”。而由于

邮政局所对有关人员施以严重纪律，“并练成华员

任事之心，加以各邮政局暨分局，与夫邮政总局、
总办管理严明，故能臻此进境”。所以，邮政官局

方能在某些地区“欲将邮政原有之组织更动，以实

行操纵邮政之办事章程”的不利条件下，依然“坚

守其地，不为少移”而“得以保全自立”，亦是多年

来培养形成之风气使然。
即使在战乱年间，新式邮政依旧继续推进邮

政网络的建设，逐渐将服务局所推进至乡村城镇

之中。如在安徽省内，“现正注意村镇邮政之办

法，不久即拟施行普及全省。是以将来不独予各

乡镇以邮政之便利，即在大小村落亦莫不然”，而

在上海“附郭一带，以及在三十里内各村落，现在

每日均有邮班联接。……所有在此项邻近村落递

之信件，向系交付民局办理者，今则由此项村镇邮

差投送”。这种办法虽属新创，而“开办以来历有

成效，所有村人、商号及 当 地 执 政，均 各 尽 力 协

助”，故其不仅力劝当地新闻纸的发行人“将每日

所出新闻纸于清晨赶早送交该局，以便于发行之

日确能向所有村落内递到”，还向欧洲购买自行车

一百辆，以便多次投递之用。至于公家衙署邮件，

由于“数省公家驿站之事务，纯由邮局接替继续办

理”，故其“无论系何种类及由何人来往，必须如平

常邮件一律按寄费清单资例交付满费”，由此亦不

难看出，新式邮政已渐将官民的邮件使用合二为

一，成为新旧制度转型后的一种新的邮递制度与

方式，为日后民国邮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纵观晚清最后十年的新式邮政网络拓展过

程，可见其三大突出特点: 一是网络渐为健全，邮

区邮路逐渐覆盖内陆城乡，为普罗大众带来更加

便捷的邮递服务; 二是管理机制的完善，特别是邮

传部及邮政总局的成立，逐步改变了海关主政邮

政时“外人之事”的形象; 三是管理人员技能的成

熟及使用人群的习惯改变，令这一制度转型具备

了厚实的群众基础，即使改朝易代，新式邮政依然

有条不紊地推进裁驿置邮、一统体制的工作，为清

末最后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亦成为晚清

制度转型中一较为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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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ujian Shipping Telegraph School
LAI Chen

( Humaniores Depardment of Sunshine College，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01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ist the aggress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Denmark，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powers of Chi-
na’s telecommunications sovereignty，safeguarding national interests，governor of Fujian Ding Ｒichang opened in
Fuzhou，Fujian shipping telegraph school． From April 1876 to December 1877，more than a year，more than 140 tele-
grams talents were trained to make a certain contribution for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The telecommunica-
tions personnel trained by the school，in the cause of Fujian，Tianjin，Taiwan，the Telegraph，made some contributions，
and were also involved in telegraph schools in Tianjin，Nanjing，Shanghai，Taiwan and other places，training a group of
telecommunications talents for China．
Key words: Fujian shipping; telegraph school; te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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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Qing’s Postal Network and Its Business Expansion:
Ｒesearch of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king of the Post Office

WU Yu
(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system started and expanded the original postal network．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postal office，it went through with a process from a separate port city to form a network of inl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ed people’s confidence and habits in using the modern postal system． This paper will base on the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post office from 1904 to 1910，and discuss the forming course of this network，its gene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he affec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Through the effort，it can make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progres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latest postal network construction．
Key words: port city; inland China; Qing’s postal system; delivering network ( 编辑:段明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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